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
———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

唐世平

　 　 内容提要:本文对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的既有文献所做的批判性分析ꎬ为建立

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了部分基础ꎮ 目前ꎬ许多运用“安全困境”的概念来

理解族群冲突的尝试都是建立在对此概念不够准确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之上ꎮ “安全困

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动态、通用和强有力的战略互动理论ꎬ

而这一理论抓住了引发战争的一般性动力ꎮ 因此ꎬ“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

型为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铺平了道路ꎬ而这样的理论也能整合国际关系理论

中各个学派对族群冲突的不同理解ꎮ 文章最后分析了该理论的可行性和价值ꎮ

关键词:“安全困境” 　 螺旋模型　 族群冲突　 广义理论

引　 言

正如杰维斯所言ꎬ当一个好的理念出现时ꎬ我们倾向于广泛地扩展、延伸和应用

它ꎬ 却不去考虑它的问题和局限性ꎮ 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ꎬ “安全困境” 就是这样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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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概念ꎮ① 因此ꎬ当很多人扩展、延伸和应用它来“阐释国际关系理论和安全政策的

诸多重要的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ꎮ② 实际上ꎬ虽然“安全困境”通常被认为是防御现

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概念ꎬ但是几乎所有非现实主义范式都会不约而同地使用它ꎮ 例

如ꎬ许多非现实主义范式的支持者声称ꎬ他(她)们的政策建议———无论是建立国际制

度、推动民主化还是重新建构国家认同———之所以能够带来和平与合作ꎬ部分的原因

在于这些建议能够缓解“安全困境”ꎮ③

尽管族群冲突古已有之ꎬ④但苏联解体引发的地区族群紧张关系与冲突以及前南

斯拉夫联邦的暴力性瓦解再次让族群冲突受到普遍的关注ꎮ 而这些地区的中央政权

的崩溃和随后出现的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ꎬ为国际关系学者将“安全困境”的概念应

用到解释族群冲突现象提供了正当的理由ꎮ 因为“安全困境”的发轫恰恰需要一个

(事实上的)无政府环境作为前提ꎮ 这两个原因使得大量文献开始关注族群冲突中的

“安全困境”ꎮ “安全困境”概念也由此成为理解族群冲突的一个重要工具ꎬ一些专家

据此提出了许多解决族群冲突的具体方案ꎮ⑤

本文将批判性地审视既有文献对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的分析ꎮ⑥ 首先ꎬ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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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关注那些将“安全困境”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作品ꎮ 查姆􀅰考夫曼应用“安全困境”来证明族群
冲突最好的解决措施是分治ꎬ但是他对“安全困境”的讨论非常简略ꎬ而且基本上重复了波森的观点ꎬ参见 Ｃｈａ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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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安全困境”的概念去解释族群冲突的尝试都是建立在不够准确甚至错误的理解

之上的ꎮ 由此而来的后果是ꎬ这些文献虽然有助于揭示族群冲突的某些动力ꎬ但同时

也遮盖了族群冲突中的一些基本事实ꎮ

“安全困境”确实能够被用来解释族群冲突ꎬ但前提是需要准确理解这个概念ꎮ

笔者认为ꎬ“安全困境”理论(模型)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通用

和强有力的国家或群体互动理论ꎬ而这样一个理论抓住了引发战争(包括族群冲突)

的一般动力ꎮ① 因此ꎬ“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能够为一个动态和整合

的族群冲突(以及合作)理论奠定部分基础ꎬ而这样一种理论也能容纳大量的解释因

素并整合不同学派(比如现实主义、社会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和理性

选择学派)对族群冲突的理解ꎮ

正确理解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既有学术价值ꎬ也有政策意义ꎮ 在理论方面ꎬ

因为“安全困境”集中关注国家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见下文)ꎬ而如何应对这种对

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正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ꎮ② 所以正确理

解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ꎬ可以将该讨论与国际政治中的一些核心辩论联系起来ꎮ

在政策方面ꎬ评估对方的意图(并理解螺旋式冲突的性质)对于己方制定有针对性的

政策非常重要ꎮ 此外ꎬ准确评估当事双方的意图对于采取合适的调停和干预方针来

说ꎬ也是必不可少的ꎮ③

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笔者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的更为缜密的再

界定ꎻ④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批判了“扩张主义者”和“瘦身主义者”对此概念的滥用ꎻ

第四部分强调“安全困境”理论对于构建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所凸显的价

值ꎬ并指出了构建该理论的未来方向ꎻ最后为简要的结论ꎮ

１２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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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Ｆｅａ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ｗ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４５１－４７０. 我们应该将“安全困境”现象和“安全困境”理论(或者模型)区分开ꎮ “安全困境”是用来描
述一个特定现象的概念ꎮ “安全困境”理论是一系列的知识ꎬ它力求理解“安全困境”的深层原因、调节机制和影
响ꎮ

此处ꎬ我们需要明确区分动机(ｍｏｔｉｖｅ)和意图(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ꎮ 动机是国家的(直接)利益ꎬ或者说是对目标
或结果的偏好ꎮ 意图是国家对战略或行为的偏好ꎮ 因此ꎬ即便所有国家都想拥有权力ꎬ恶意国家会通过主动威胁
他国来获取权力ꎬ而善意国家则不会这么做ꎮ 关于对战略的偏好和对目标的偏好之间的差别ꎬ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ｏｗｅｌｌꎬ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ｔ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３１３－３４４ꎬ ｅｓｐ. ３１８－２１ꎮ

由于提出遏制族群冲突的政策建议存在极大的复杂性ꎬ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进行探讨ꎮ 关于早前较好
的讨论ꎬ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ꎬ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ꎮ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５８７－６２３.



一　 “安全困境”的重新表述

通过批判性地检视和发展巴特菲尔德、赫兹和杰维斯对“安全困境”概念的早期

阐述ꎬ①笔者为“安全困境”概括了一个更为缜密的定义ꎮ 出于对这三位学者杰出研究

的尊重ꎬ本文将这一定义称为“ＢＨＪ 陈述”(ＢＨＪ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ꎮ 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详

细阐述过ꎬ“ＢＨＪ 陈述”对“安全困境”(作为一个现象或一个理论 /模型)和螺旋(同样

作为一个现象或一个模型)做了明确区分ꎬ使定义更加缜密ꎬ用途更加广泛ꎮ “ＢＨＪ 陈

述”澄清了现有文献的诸多困惑和矛盾之处ꎬ捕捉且整合了大量存在于国家间或群体

间互动的因素 /动力和见解ꎬ最终展现出一个逻辑自洽的战争与和平理论ꎮ② 本节将

简单地概括这一表述以及对后文讨论的重要意义ꎮ
“安全困境”至少具有八个主要特征:(１) “安全困境”的本源是国际政治的无政

府状态ꎻ③(２)无政府状态之下ꎬ国家不能确定彼此当前和未来的意图ꎬ部分的原因在

于意图可能发生变化ꎮ 结果ꎬ国家往往会彼此恐惧(或ꎬ另一方可能成为掠夺者)ꎻ④

(３)“安全困境”起源于无意:只有在两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才可能存在真实的

“安全困境”(亦即两国只想要安全ꎬ并非故意要威胁其他国家)ꎻ⑤(４)由于对彼此意

图的不确定性和恐惧ꎬ国家诉诸权力或能力的积聚ꎬ以此作为防御的手段ꎬ而这些能力

不可避免地包含某些进攻性的能力ꎻ(５)“安全困境”的动力是自我强化的ꎬ并且经常

导致(非意图性的和恶劣的)螺旋式的情境ꎬ诸如关系的恶化、军备竞赛和战争ꎻ(６)
“安全困境”的动力倾向于使某些增加安全的措施———例如ꎬ积聚不必要的进攻性能

力———适得其反ꎮ 比如ꎬ积累了不必要的进攻性能力反而更不安全ꎻ⑥(７)“安全困境”
所产生的恶性循环会导致悲剧的结果ꎬ诸如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战争ꎻ(８)“安全困

２２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布斯和维勒 ２００８ 年的专著是最近探讨此概念的另一力作ꎮ Ｋｅｎ Ｂｏｏｔｈ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Ｗｈｅｅ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Ｆｅａｒ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８. 不幸的是ꎬ他们对此
概念的理解同样存在严重的问题ꎬ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ꎮ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在族群冲突的背景下ꎬ无政府状态可以是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ｄｅ ｆａｃｔｏ ａｎａｒｃｈｙ)ꎬ即中央政权的崩溃ꎮ

在此ꎬ无政府状态不应被理解成“安全困境”的直接原因ꎬ而应是“安全困境”出现的一种必要和许可条件ꎮ 参见
Ａｌａｎ Ｃｏｌｌｉｎｓ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１２ꎮ

尽管从逻辑上说ꎬ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必须先于恐惧ꎬ并且从本体论上说ꎬ它们是不同的ꎮ 但是它们
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ꎬ所以在图 １ 中笔者将它们列在一起ꎮ 可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Ｆｅａ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Ｔｗ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

笔者追随学界的传统ꎬ将对“安全困境”的讨论限定在只含两个行为体的案例中ꎮ 增加一个可能参与潜
在冲突的第三方无疑会使得问题更加复杂ꎮ

“安全困境”的存在仅仅意味着一些自助手段将是“自我挫败”的ꎮ 换言之ꎬ另一些自助手段并非是“自
我挫败”的:它们确实能够提升国家安全ꎮ



境”的严重程度可由物质因素(如地理、不均衡分配的权力)和社会心理因素所调节

(如族群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最坏情况下的心态)ꎮ

其中三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无政府状态(这导致了不确定性、恐惧和为了生存

和安全的自助需要)ꎻ双方均无恶性意图ꎻ以及一些权力的积聚(包括进攻性的能力)ꎮ

其他方面ꎬ是“安全困境”的结果或调节者ꎬ并且对于“安全困境”的兴起和持续而言ꎬ

既非充分ꎬ也非必要ꎮ 换言之ꎬ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核心条件才能使某一情境成为真正

的“安全困境”ꎻ如果缺少这三种条件ꎬ无论它们有多大的作用ꎬ也不会出现真正的“安

全困境”ꎮ

显然ꎬ在上述更为缜密的定义下ꎬ从无政府状态到“安全困境”ꎬ再到战争的整个

因果链条是冗长而非直截了当的ꎮ 上述因果联系可以表述如下:无政府状态产生不确

定性ꎻ不确定性导致恐惧ꎻ恐惧产生权力竞争ꎻ权力竞争引发(潜在的)“安全困境”ꎻ而

被激活了的“安全困境”通过螺旋式发展导致战争(见图 １)ꎮ

图 １　 从无政府状态到“安全困境”、再到战争的因果联系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３２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



在对“安全困境”作出缜密界定后ꎬ我们必须强调以下九个直接的推论ꎮ

第一ꎬ图 １ 的上半部分阐述了“安全困境”的根本和表层原因ꎬ而下半部分描述的

则是“安全困境”可能产生的潜在后果ꎬ上述两个部分必须分开来理解ꎮ 尽管“安全困

境”可能产生某类结果ꎬ但并不是所有的这类结果都是由“安全困境”产生的ꎮ 因此ꎬ

“安全困境”可以产生非意图性的和自我挫败的结果ꎬ但不是所有此类结果都是由“安

全困境”引发的ꎮ① 同样地ꎬ尽管“安全困境”会产生(不好的)螺旋式的情境(例如关

系的恶化)ꎬ但不是所有的螺旋困境都是由“安全困境”引发的ꎮ② 最后ꎬ也是最为重要

的ꎬ尽管“安全困境”会潜在地导致战争ꎬ但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由“安全困境”引发

的ꎮ③

第二ꎬ我们应该将引发“安全困境”的最初导因(无政府状态、不确定性和恐惧ꎬ以

及一定的权力积聚)和“安全困境”的物质和心理调节者清晰地区分开来ꎮ 尽管调节

者控制着“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ꎬ但是它们既不能引起“安全困境”ꎬ也并非维持“安

全困境”所必需的ꎮ④ 因此ꎬ即便一些调节因素(例如错误知觉)加重了某一(诸如螺旋

式的)情境ꎬ并不意味着这一情境就是“安全困境”ꎮ 同理ꎬ缺失了一些调节因素也不

意味着这种情境就不是“安全困境”ꎮ

第三ꎬ我们应该将引发“安全困境”的最初导因和“安全困境”所引起的潜在中间

后果区分开ꎬ尽管这些中间后果可以通过某种反馈机制反过来强化“安全困境”ꎮ 例

如ꎬ尽管军备竞赛能强化“安全困境”ꎬ但军备竞赛是“安全困境”的一种可能的(中

间)结果ꎬ而不是最初导因ꎮ 同样地ꎬ虽然某些国家行为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不确定

性和恐惧ꎬ继而恶化“安全困境”ꎮ 但是ꎬ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惧不应与最初由无政府状

态决定的不确定和恐惧相混淆ꎮ 反馈并不是原因ꎮ

第四ꎬ最为关键的是ꎬ上述三种必不可少的方面(无政府状态、恶意的缺失和一些

权力积聚)对于一个真实的“安全困境”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ꎮ 忽视了上述三个方面

中的任何一个ꎬ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错误ꎮ 不能仅仅因为某一情境具备“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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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例如ꎬ威慑(阻吓)政策同样可以、且经常产生非意图性的和自我挫败的结果ꎮ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ꎬ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 ８１ꎬ ９０ꎮ

例如ꎬ冷战的早期历史(大约 １９４４－１９４８ 年)是一种经典的螺旋(亦即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ꎬ但
冷战的这部分历史并非“安全困境”ꎬ也不是由“安全困境”所引发的ꎮ

对此关键问题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０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ꎬ 以及该书中的参考文献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Ｋｙｄｄꎬ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ꎬ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３７１－４００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ꎬ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ｐ. ６２－６７ꎻ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 Ｇｌａｓｅｒꎬ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５０７－５０８.



的几个并非必不可少的方面ꎬ就认定这一特定情境是一种“安全困境”ꎻ只有当且仅当

某一情境具备“安全困境”的所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时ꎬ它才是一个“安全困境”ꎮ
假如你将具备一些并非必不可少的方面却缺乏“安全困境”必不可少的因素的情境也

认定为“安全困境”ꎬ那么“安全困境”作为一个概念就将“陷入这样的危险:它变成一

个无意义和模糊的术语ꎬ泛指任何关系恶化”ꎮ①

第五点直接来源于第四点ꎮ 因为无政府状态和一定的权力积聚即便不是永恒的、
也是经常出现的ꎮ 所以ꎬ对于确定某一情境是否为真实的“安全困境”来说ꎬ恶意的缺

失是最为关键的要素ꎮ②在某一情境中ꎬ当一方或双方是恶意的(亦即具有意图上的威

胁)ꎬ即使这种情境具备了“安全困境”的所有其他方面ꎬ诸如螺旋式和非意图性的结

果ꎬ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安全困境”ꎮ
第六ꎬ“安全困境”是条件性的ꎬ并非普遍的ꎮ 因为“安全困境”需要恶意的缺乏才

能存在ꎬ当一国或两国均故意威胁彼此时ꎬ无论另一方是否认识到这一点ꎬ他们之间就

并不存在真正的“安全困境”ꎮ
第七ꎬ“安全困境”在起源上是结构性的ꎬ而非知觉性或心理性的ꎮ 只有竞争的自

助无政府状态才能产生“安全困境”ꎮ
第八ꎬ正因为“安全困境”包括了上述方面ꎬ作为一种概念和理论的“安全困境”极

具包容性又极受限制ꎮ “安全困境”可以容纳诸多的情境和因素(例如地理、仇恨)ꎬ但
是某些情境和因素确实不属于“安全困境”ꎬ无论“安全困境”被看做一个概念还是一

个关于国家互动的理论(例如恶意)ꎮ
第九ꎬ清晰地区分“安全困境”(模型)与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的差别是有益且

必要的ꎮ 螺旋模型并不需要互动双方同时缺乏恶意才能存在:螺旋模型与存在恶意或

恶意的缺失均能兼容ꎮ 换言之ꎬ螺旋是普遍的ꎬ而“安全困境”是具有条件性的ꎮ 但

是ꎬ“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型之间存在一个可逆且递进的连续谱(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安全困

境”可以转化为螺旋ꎬ一旦一方或双方产生恶意(例如ꎬ一方或双方变得如此惊恐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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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ｌａｎ Ｃｏｌｌｉｎｓ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ｐ. ２４.
显然ꎬ我们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读他者目前的意图并预测其未来的意图ꎮ 该问题超出了本文的

研究范围ꎬ笔者在此仅仅指出两种解读国家目前意图的基本方法:(１) 观察该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ꎻ(２)战略保
证(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ꎬ即首先表明自己的善意ꎬ然后通过理解该国对自己善意信号的反应来估计它的意图ꎮ 笔者在一
本专著中发展了战略保证理论ꎬ它的核心是通过理解意图来塑造和平ꎬ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ꎮ



至于它们可能决定为保障自身的安全去寻求侵略)ꎮ① 以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ꎬ既

有文献对族群冲突中近似“安全困境”情境的描述实际上应该纳入更为宽泛的螺旋模

型中ꎬ而不是被置于更为严格的“安全困境”模型内ꎮ 显然ꎬ只有跨过善意和恶意的分

水岭ꎬ实际的冲突才会爆发ꎮ

二　 三波扩张主义者

巴里􀅰波森最先运用“安全困境”概念来解释族群冲突ꎬ斯图尔特􀅰Ｊ􀅰考夫曼和

保罗􀅰罗随后继承并发展了波森的研究ꎮ 在明确了“ＢＨＪ 陈述”的缜密逻辑后ꎬ本节

将批判性地检视他们的主要著作ꎬ并解释为什么这三位学者对“安全困境”的运用是

建立在过度延伸和扩展此概念的错误之上ꎮ

(一) 巴里􀅰波森

巴里􀅰波森认为:“帝国的崩溃可以被视为一个突现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无政府状态”ꎮ

由此ꎬ他认为我们可以有效地运用“安全困境”理论来解释这种在突现的无政府状态

下发生的族群冲突ꎮ 波森对“安全困境”的定义如下:“即使国家并没有扩张主义的倾

向ꎬ它们仍然能够触发这些反制行为(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ꎮ 这就是‘安全困境’:一方力图增强

自身安全的行为将会引发另一方的反应ꎬ并最终导致自身更加不安全ꎮ”在他的研究

中ꎬ波森只提到了“安全困境”八个要素中的六个:(１)无政府状态(或者是实际上的、

突现的无政府状态)ꎻ(２)恐惧(隐含在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不确定性中)ꎻ(３)缺乏扩

张主义者的(或者是恶的)意图ꎻ(４)自我挫败的结果ꎻ(５)一种能够导致两个国家采取

预防性和先发制人行动的行为－反制行为的螺旋ꎻ(６)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不可分

割性、进攻－防御平衡、地理ꎬ以及潜在盟友对“安全困境”的调节ꎮ② 其中值得强调的

是ꎬ波森确实将“安全困境”的关键性要素———缺乏恶意———包含在了他的定义中ꎮ

但是ꎬ波森随后的论述却与此相矛盾ꎮ 他认定克罗地亚境内的克罗地亚族和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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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连续谱”的更为详细的讨论ꎬ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ꎮ 这
个动力可以被理解为战略偏好的变化———从防御性到进攻性ꎬ即使对目标的偏好(安全或权力)未发生改变ꎮ 在
此ꎬ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安全驱动的”或“防御性”扩张ꎮ 一旦将战略偏好与目标偏好区分开ꎬ我们会清楚地发现
扩张是恶意国家的专有特征ꎬ而“安全驱动的”或“防御性”这些标签所指代的善意与扩张是不相容的ꎮ 接受“安
全驱动的”或“防御性”扩张的概念等于承认恶意国家和善意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ꎮ 更详细的讨论参
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ꎬ ｅｓｐ.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ꎬ３ꎮ

Ｂａｒｒｙ Ｐｏ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 Ｖｏｌ. ３５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２７－４７ꎬ ｅｓｐ.
ｐｐ. ２７－３５. 笔者在“Ｏｆｆｅｎｃｅ－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一文中讨论了进攻防御理论的关键部分———进攻－防御平衡(ｏｆｆｅｎｃ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ꎮ 简言之ꎬ笔者证明了进攻－防御平衡是毫无价值的理论骗局ꎮ



维亚族之间仍然存在“安全困境”ꎬ尽管“有非常多的信号表明[双方都怀有]恶意”ꎮ①

在此ꎬ波森暗示“安全困境”与恶意的存在是相容的ꎮ 毫无疑问ꎬ该观点与他之前对

“安全困境”的定义是不相容的ꎮ

(二)斯图尔特􀅰Ｊ􀅰考夫曼

继波森之后ꎬ斯图尔特􀅰Ｊ􀅰考夫曼通过三篇文章确立了“安全困境”在族群冲突

研究领域的牢固地位ꎮ② 在第一篇文章中ꎬ考夫曼并没有定义“安全困境”ꎬ但他对“安

全困境”的误解已很明显ꎮ 考夫曼不断宣称“精英领导的暴力􀆺􀆺创造了一个‘安全

困境’”ꎬ“暴力沙文主义的上升创造了一个‘安全困境’的螺旋”ꎮ③ 可是ꎬ根据“ＢＨＪ

陈述”ꎬ暴力沙文主义仅仅只能恶化(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ꎮ 同时ꎬ(零星的)精英

领导的暴力可能会促使(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转化成安全威胁的螺旋现象ꎬ也可

能暴力本身就是“安全困境”或冲突螺旋的产物(详见下文)ꎮ

考夫曼对杰克􀅰斯奈德的结构性“安全困境”的误解同样显而易见ꎮ 考夫曼认

为ꎬ斯奈德将结构性“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每个国家的安全有赖于其他国家的不安

全的情形”ꎮ④ 可是实际上ꎬ斯奈德将“安全困境”———而不仅仅是结构性“安全困

境”———定义为“一种每个国家的安全有赖于其他国家的不安全的情形”ꎮ⑤

在随后的两篇文章中ꎬ考夫曼确实试图定义“安全困境”ꎬ并给出了两个看上去相

同但实际上差别很大的定义ꎮ 考夫曼先引用了杰维斯、斯奈德和波森的著作ꎬ将“安

全困境”定义为“一种国家增强安全的尝试会威胁其邻国安全的情形ꎮ 当这种情形出

现时ꎬ邻国经常会为了自卫而采取抗衡性措施ꎬ于是第一个国家感觉到了威胁ꎬ不断升

级的敌意螺旋随之产生ꎮ 关键的一点是ꎬ冲突并不一定是侵略性意图的产物ꎬ而是来

７２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ｒｒｙ Ｐｏ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ｐ. ３７.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ｓｉｓｔｉｂｌ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 Ｂｒｅａｋｕｐ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２８１－３１９ꎻ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１４９－７１ꎻ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１０８－３８. 考夫曼最近的作品基本上承袭了他早期
对“安全困境”的理解ꎬ但好像降低了“安全困境”的重要性ꎮ 参见 Ｓｔｕａｒｔ Ｊ.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ｔ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Ｉｔｈａｃａꎬ Ｎ. 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９－１０ꎬ ｐ. １２ꎻ Ｓｔｕａｒｔ Ｊ.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４５－８６ꎮ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ｓｉｓｔｉｂｌ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 Ｂｒｅａｋｕｐ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 ２８２ꎬ ２８５.

Ｉｂｉｄ.ꎬ ｐ. ２９３.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ｓｉｓｔｉｂｌ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 Ｂｒｅａｋｕｐ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 ２９３ꎻ 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ꎬ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１９１４”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ｅｄ Ｌｅｂｏｗꎬ
ａｎｄ Ｊａｎｉｃｅ Ｓｔｅｉｎ ｅｄｓ.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ꎬ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１５５.



自于这种情形的结构ꎬ即‘结构性安全困境’ꎮ 最终的结果有时候就是战争”ꎮ①

相反ꎬ在另一篇文章中ꎬ考夫曼保留了波森和斯奈德的定义却放弃对杰维斯的引

述ꎬ进而提出了一个存在明显差异的定义ꎮ “‘安全困境’有赖于一种相互间对灭绝的

恐惧ꎬ即一方为避免毁灭而采取的行动会被另一方视为可能导致己方的毁灭ꎮ 此外ꎬ

‘安全困境’还有赖于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的情形ꎬ以及(如果战争可能爆发)保

证双方都能够参战的军事手段􀆺􀆺那么ꎬ每个群体对灭绝的恐惧可能就变得合情合

理ꎬ因为它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可能确实受到了其他群体的目标的威胁ꎮ 到达这

个阶段后ꎬ每个群体被迫采取极端措施(特别是建立和使用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并

胁迫其他群体ꎮ 事态发展的结果就是‘安全困境’:在这种情形下ꎬ一方寻求增强自身

安全的措施会产生使另一方更加不安全的效果ꎮ”②很明显ꎬ在他的第三篇文章中ꎬ考

夫曼仅仅注意到了下面这些“安全困境”的要素:(１)实际上的或突现的无政府状态ꎻ

(２)恐惧ꎻ(３)存在胁迫性的军事力量ꎻ(４)螺旋(行为－反制行为的动态)ꎻ(５)非意图

性的后果ꎻ(６)结果(比如战争)ꎮ 最重要的是ꎬ虽然考夫曼在第二篇文章将“恶意的缺

失”列为定义的一部分ꎬ但是他的第三篇文章却舍弃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条件ꎬ从而导

致对“安全困境”的应用出现了更多的问题ꎮ 总的来看ꎬ考夫曼犯了下述四个相互强

化的错误ꎮ

首先ꎬ他对“安全困境”的非意图性来源置若罔闻ꎮ 通过多处重复强调“安全困

境”是被恶性意图和挑衅行为所“制造”(ｃｒｅａｔｅ)、“引发”(ｃａｕｓｅ)或“煽动”(ｐｒｏｖｏｋｅ)

的ꎬ考夫曼明确地将“安全困境”归为“意图性”而非“非意图性”的结果ꎮ③ 当涉及精

英领导的族群冲突时ꎬ考夫曼写道:“此时的‘安全困境’非该情形所固有ꎬ而是被一方

或双方好斗的精英所制造出来的”ꎬ“精英们故意引发大众的敌意和‘安全困境’”ꎮ④

当讨论大众领导的族群冲突时ꎬ他同样宣称:“长期存在族群间敌意推动精英在族裔

问题上采取越来越极端的立场ꎮ 这样的行为制造了‘安全困境’ꎮ”⑤此外ꎬ他坚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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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ｐｐ. １５０－１５１. 敌意同时可以表示一种
情感状态或一种行为(敌意动作)ꎮ 考夫曼使用敌意来指代一种情感状态ꎬ“大众不会参与族群暴力ꎬ除非他们怀
有敌意ꎬ即除非他们想要伤害另一方”ꎮ 参见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１１ꎮ 显而易见ꎬ这
种状态等同于恶性意图ꎮ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０９ꎬ １１１.
这些动词散落在考夫曼的两篇文章中ꎬ可参见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ｔｈ￣

ｎｉｃ Ｗａｒ”ꎬｐ. １５０ꎬ ｐｐ.１５４－１５７ꎬ ｐ.１６１ꎻ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０７ꎬ １０９ꎬ ｐｐ.１１１－１１２ꎬ ｐ.
１１７ꎮ 相比之下ꎬ这些语境中更合适的动词应该是诸如“恶化”(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加剧”(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和“固化”(ｈａｒｄｅｎ)
之类的词ꎮ “ ｐｒｏｖｏｋｅ” (煽动或激发)这个词可以同时表达“ ｃａｕｓｅ / ｉｎｃｉｔｅ” (导致 / 引发)和“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 ｉｎｆｌａｍｅ / ａ￣
ｒｏｕｓｅ”(恶化 / 加剧 / 激起)的意思ꎬ但是在考夫曼的讨论中ꎬ“ｐｒｏｖｏｋｅ”等同于“ｃｒｅａｔｅ”或“ｃａｕｓｅ”ꎮ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ｐ. １５８ꎬ １７０.
Ｉｂｉｄ.ꎬ ｐ. １５０.



政府状态和安全威胁的可能性并不足以导致那些本已和平共处了几十年的群体出现

‘安全困境’”ꎮ 相反ꎬ族群“安全困境”在根本上有赖于敌对意图的激发:“族群‘安全

困境’建立在相互之间对群体灭绝的恐惧之上ꎮ 但是ꎬ除非充满敌意的大众以一种极

端的方式定义他们的安全ꎬ或者‘争相竞价’(ｏｕｔｂｉｄｄｉｎｇ)的精英将这种极端安全作为

政策目标ꎬ否则这种恐惧难以发酵ꎮ”①

其次ꎬ通过在他的理论解释和经验案例中反复重申实际的暴力必须发生在“安全

困境”之前ꎬ考夫曼暗示“安全困境”和实际的暴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后者导致前者ꎮ②

这样的观点与“ＢＨＪ 表述”存在根本性的对立ꎮ 后者明确承认“安全困境”是导致大规

模暴力(即战争)的原因ꎬ而不是其结果ꎬ虽然一些极端措施和零星的暴力往往能够恶

化“安全困境”或被激活的冲突螺旋ꎮ

再次ꎬ考夫曼误解了“安全困境”的螺旋动力ꎮ 在考察摩尔多瓦德涅斯特地区的

案例时ꎬ他断言:“最终ꎬ极端主义者组织了民兵和军队发起暴力性的挑衅ꎮ 如果另一

方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ꎬ‘安全困境’便产生了ꎬ并且在暴力的宣传中被不断强化􀆺􀆺

驱动民族主义极端分子采取暴力方式的原因是保守政府和随后的亲俄者对某些族裔

性诉求(尤其是语言法规)的抵制ꎬ而这些诉求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是群体生存的必备

条件ꎮ”③在现实中ꎬ(冲突的)螺旋远在潜在的受害者有所反应之前就已经被开启:一

旦中央政权崩溃ꎬ不确定性和恐惧产生ꎬ螺旋就已经被开启ꎮ

最后ꎬ考夫曼的讨论大量借鉴杰克􀅰斯奈德对“结构性‘安全困境’”和“知觉性

‘安全困境’”的理论区分ꎮ 但是ꎬ斯奈德的这两个概念也是建立在误解“安全困境”的

基础上的ꎮ④

通过探究侵略性行为的不同解释方式并将国家区分为安全追求者和扩张(或权

力)追求者ꎬ斯奈德识别出四种可能的解释:结构性“安全困境”、知觉性“安全困境”、

帝国主义者的(安全)困境和僵局ꎮ⑤ 显然ꎬ他的“结构性‘安全困境’”仅仅对应于一

种包含物质调节因素的“安全困境”ꎬ而“知觉性‘安全困境’”则对应于另一种同时包

９２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１２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
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ｐ. １５６ꎻ Ｓｔｕａｒｔ Ｊ.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ｔ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２ꎬ ３４.

Ｓｔｕａｒｔ Ｊ.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ｔ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ｐ. １９－２２ꎬ ｐ.６３.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１７ꎬ １２４.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同样ꎬ柯林斯比较简略地指出ꎬ考夫曼应用

“安全困境”概念的知识基础来自于杰克􀅰斯奈德ꎬ而且考夫曼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斯奈德ꎮ 参见 Ａｌａｎ Ｃｏｌｌｉｎｓ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ｐ. ２５ꎬ １９３ꎬ ｆｎ. ６７ꎮ

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ꎬ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１９１４”ꎬ ｐｐ. １５５－１５６ꎬ ｐ. １６０.帝国主义的(安全)困境
描述的是一个恶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善意的现实主义国家之间的情形ꎮ 显然ꎬ斯奈德不应该将其归为
“安全困境”ꎮ 而僵局被认为等同于两个恶意国家间的情形ꎮ 更详细的讨论ꎬ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
ｌｅｍｍ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ꎮ 此外ꎬ斯奈德用追求安全的国家来指代善意国家ꎬ详见下文ꎮ



含物质和知觉(心理)调节因素的“安全困境”ꎮ 因为无论在结构性“安全困境”还是

在知觉性“安全困境”中ꎬ一对行为体都是善意的国家ꎬ所以这两个标签描绘的都是真

正的“安全困境”ꎮ 虽然斯奈德对“安全困境”的定义没有将恶性意图的可能性排除在

外ꎬ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在这两种“安全困境”的情形下可以存在一个或两个恶意

国家(即国家之间存在故意伤害)ꎮ 即便如此ꎬ斯奈德仍然误导性地将“安全困境”的
两类调节因素(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当做两种不同类型的“安全困境”ꎮ 实际上ꎬ“结
构性”和“知觉性”“安全困境”描述的是两类调节因素ꎬ而非两种“安全困境”ꎮ①

相比之下ꎬ考夫曼走得更远ꎬ他曲解了斯奈德的理论并将其应用到自己对族群冲

突中的“安全困境”的理解中ꎮ 这导致考夫曼的“结构性‘安全困境’”和“知觉性‘安
全困境’”几乎与斯奈德原初的表述大相径庭ꎬ而其与“ＢＨＪ 表述”的差距更大ꎮ

考夫曼声称ꎬ族群间最开始的“安全困境”近似于“知觉性‘安全困境’”ꎮ② 更重

要的是ꎬ他认定“知觉性‘安全困境’”是虚假和不危险的ꎬ而结构性“安全困境”是真

实和危险的ꎬ前者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被转化为后者ꎮ “无论在族群冲突还是在国际冲

突中ꎬ知觉性‘安全困境’的真正作用在于它能够引发真实的、结构性的‘安全困境’
􀆺􀆺因此ꎬ暴力的开始是一种知觉性‘安全困境’􀆺􀆺其结果就是一种结构性‘安全困

境’”ꎮ③ 那么ꎬ知觉性“安全困境”是如何转化为结构性“安全困境”的呢? 根据考夫

曼的观点ꎬ其原因包括对安全的极端定义、暴力和实际的冲突ꎮ④

对于考夫曼来说ꎬ从无政府状态到族群冲突的因果链条是:从有敌意的精英开始ꎬ
历经知觉性“安全困境”、充满敌意和极端主义的政策、实际的暴力和冲突ꎬ再到结构

性“安全困境”(大众的敌对暴力行动或竞相竞价的精英促使局势的恶化并向知觉性

“安全困境”转化)ꎬ最后发展成全面战争ꎮ⑤ 不难发现ꎬ考夫曼误解了“安全困境”ꎬ而
杰克􀅰斯奈德对此概念的延伸也存在问题ꎮ 实际上ꎬ考夫曼明确拒绝了对“安全困

境”的“ＢＨＪ 表述”:“新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概念并不能够被机械地运用到族群冲

突中􀆺􀆺”⑥因此ꎬ他随后对“安全困境”的运用一直游离在“ＢＨＪ 表述”之外也就不足

为奇了ꎮ
(三)保罗􀅰罗

０３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１２ꎬ １２４.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５２. 很显然ꎬ考夫曼在此仅仅按照

字面意思来理解斯奈德的两个标签:“知觉的”意味着虚假的(因为危险程度更低)ꎬ而“结构的”意味着真实的
(因此危险程度更高)ꎮ

Ｉｂｉｄ.ꎬ ｐ. １６２ꎬ１５８.
Ｉｂｉｄ.ꎬ ｐｐ. １５４－１５５.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１２.



保罗􀅰罗对“安全困境”的理解可以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ꎮ 他在第一阶段迈向了

正确的方向ꎬ但在第二阶段却走了歪路ꎮ①

(１)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的文章

在前两篇关于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的文章中ꎬ罗提到了“安全困境”的以下

六个方面:第一ꎬ非意图性后果(即悲剧)ꎻ第二ꎬ非意图性ꎻ第三ꎬ不确定性(关于国家

的意图)ꎻ第四ꎬ“安全困境”的调节者(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不可分割性以及进攻－

防御平衡)ꎻ第五ꎬ突现的或者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ꎻ第六ꎬ行为－反应动态(模型)和感

知到的先发制人的需要ꎮ② 最重要的是ꎬ他明确承认关于意图性的问题是“安全困境”
的核心ꎮ③ 于是ꎬ罗恰如其分地指出ꎬ此前的波森、考夫曼和埃里克􀅰梅兰德都忽视了

非意图性这个关键因素ꎬ因此全部采用了对“安全困境”的“宽泛”(或者更准确地来说

是“错误”)定义ꎮ④

尽管罗的很多观点值得称道ꎬ但是罗对“安全困境”的理解不够准确也不够完整ꎮ
除了未能意识到考夫曼对斯奈德的“知觉性”和“结构性”“安全困境”的误解ꎬ以及没

有足够清晰地阐明对他者的恐惧(即他者可能抱有恶意)可能是“没有根据的”ꎬ他还

犯了以下三个主要的错误ꎮ⑤

首先ꎬ受惠勒和布斯的影响ꎬ⑥罗宣称ꎬ进攻和防御的不可分割性是一个“(‘安全

困境’的)核心(定义)”ꎮ⑦ 但是ꎬ进攻和防御的不可分割性并非是激活“安全困境”的
必备条件:它仅仅能够调节“安全困境”ꎮ 而且ꎬ即使进攻和防御可以被完全区分开ꎬ
“安全困境”仍然能够运转ꎮ⑧

１３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罗犯错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过度依赖那些误导性的二分法来区别两类国家———善意国家和恶意国家ꎮ 这
些二分法包括现状国－修正主义者、追求安全－追求权力等ꎮ 对此更详细的讨论ꎬ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ꎬ Ｃｈａｐ. １ꎮ 有意思的是ꎬ尽管在 ２００１ 年的文章中ꎬ罗的关注点从国家的目标转移到了
国家的战略(他称之为“安全需要”)ꎬ这种转变本应该驱使他更加重视行为体意图ꎬ但是他最终在错误的方向上
越走越远ꎬ因为他彻底地将恶意的缺乏排除在“安全困境”的定义之外ꎮ 详见下文讨论ꎮ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ｓｔ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ｓ ａ ‘Ｔｒａｇｅｄ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１８３－２０２ꎻ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ｈａｔ Ｎｅｖｅｒ Ｗａ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３７３－３９３ꎬ ｅｓｐ. ｐｐ. ３７５－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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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ｈａｔ Ｎｅｖｅｒ Ｗａｓ”ꎬ ｐｐ. ３７８－３７９. 可惜ꎬ与其他人相似ꎬ罗并没有将“安全困境”和
螺旋(模型)区分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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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ｅｅ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ｈａｔ Ｎｅｖｅｒ Ｗａｓ”ꎬ ｐｐ. ３７７－３７８ꎬ ｐ.３８０.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ａｎｄ Ｋｅｎ Ｂｏｏｔｈ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ꎬ ｉｎ Ｊｏｈｎ Ｂａｙｌｉｓ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ｅｄｓ.ꎬ Ｄｉｌｅｍ￣

ｍａ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ꎬ ｐ. ３０.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ｈａｔ Ｎｅｖｅｒ Ｗａｓ”ꎬ ｐ. ３７５.
Ａｎｄｒｅｗ Ｋｙｄｄꎬ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ꎻ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Ｏｆｆｅｎｃｅ－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Ｄｅ￣

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其次ꎬ罗坚持认为最坏情况假设(ｗｏｒｓｔ－ｃａｓ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对于推动“安全困境”中

的行为－反应螺旋是必要的ꎮ① 但是ꎬ“安全困境”螺旋的运转并不需要最坏情况心态:

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恐惧ꎮ 最坏情况心态是恐惧的一种极端形式ꎬ或许这种心态仅仅

在“安全困境”最终转化为实际冲突的过程中才是必要的ꎮ②

最后ꎬ罗不断引用埃里克􀅰梅兰德的错误论述ꎬ认为先发制人的需要是任何“安

全困境”的一个特定前提ꎮ③ 罗没有认识到ꎬ先发制人战争的吸引力是“安全困境”螺

旋的结果ꎬ而非前提ꎮ④

(２)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４ 年的文章

在 ２００１ 年的文章中ꎬ罗的思想发生了转变ꎬ他认为“严格的表述(即 ＢＨＪ 表述)并

非最合适的方法”ꎬ并且谈到他“并不知道‘安全困境’的准确定义是什么”ꎮ⑤ 这就导

致除去上文提到的三个主要错误之外ꎬ罗又犯了三个根本性的错误ꎮ

首先ꎬ罗不再重视“安全困境”非意图性的成因ꎬ转而支持格拉泽的观点ꎬ即贪婪

国家也能被容纳进“安全困境”模型中ꎬ而这种观点正是罗之前所坚决反对的ꎮ 罗现

在主张“关于贪婪国家和非贪婪国家的争论或许应该被认为是不恰当的”ꎮ⑥

其次ꎬ罗现在将“非意图性后果”置于“安全困境”定义的核心位置ꎬ基本上将它等

同于非意图性ꎮ 因为即使恶意行为也能导致非意图性结果ꎬ⑦但非意图性结果本身并

不代表缺乏恶性意图ꎮ 此外ꎬ“非意图性后果”是结果ꎬ而非意图性是“安全困境”的基

本组成单位ꎮ 这样来看ꎬ“非意图性后果”和非意图性并不是等价的ꎮ

最后ꎬ罗借用了博尔丁的有用但是未经具体阐述的二分法(真实的相容性和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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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２８０－３１３ꎬ ａｔ ｐ. ２８３.

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最坏情况假设的深入讨论ꎬ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Ｆｅａ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ｗ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ꎮ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ｈａｔ Ｎｅｖｅｒ Ｗａｓ”ꎬ ｐ. ３７６ꎻ “‘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ꎬ
ｐ. １０６ꎻ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ꎬ ｐｐ. ２８３－２８４.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Ｅｒｉｋ Ｍｅｌａｎｄｅｒꎬ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ａｒｃｈｙꎬ ｐ. ２１.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ｇｈｔꎬ Ｒｅｇｕｌａｒꎬ ｏｒ Ｌｏｏ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ꎬ ｐｐ. １１１－１１２.在他随后

的两部作品中ꎬ罗基本上继承了他在此文中的理论观点ꎮ 毫无疑问ꎬ他对“安全困境”的延伸受到了杰克􀅰斯奈
德和罗伯特􀅰杰维斯的相似立场的鼓励ꎮ 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ꎬ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ꎬ ｉｎ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Ｆ. Ｗａ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 ｅｄｓ.ꎬ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ꎬ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１５－３７ꎬ ｅｓｐ. ｐｐ. １９－２０.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ｏａｔｉａ”ꎬ ｐ. ２８８ꎬ ｆｎ. ３４. Ｓｅｅ ａｌ￣
ｓｏ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ｇｈｔꎬ Ｒｅｇｕｌａｒꎬ ｏｒ Ｌｏｏ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ꎬｐ. １１０ꎻ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 Ｇｌａｓ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ｐｐ. １９０－１９１ꎻ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ꎬ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ｍ’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Ｂｉａｓ: Ｗｈａ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９１－１２１ꎬ ｅｓｐ. ｐｐ. １１７－１１９.

例如ꎬ希特勒妄图赢得二战的胜利ꎬ最终却失败了ꎮ



的相容性)来替代意图性问题ꎬ并以此作为判断“安全困境”情形是否存在的关键问

题ꎮ① 罗写道:“我对‘安全困境’的分类是建立在相容 /不相容的安全需要而非善 /恶
的意图的基础上ꎮ”②在判断一个情形是否是“安全困境”时ꎬ由于罗无法解决如何去测

量国家的意图这个核心难题ꎬ他转而采取了回避问题的态度ꎮ③

更糟糕的是ꎬ即便在真实和虚幻的相容性的区分问题上ꎬ罗再次犯下两个错误ꎮ
首先ꎬ罗忽视了博尔丁的两分法存在缺陷ꎬ而杰维斯对此早已指出ꎮ④ 实际上ꎬ博尔丁

自己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个二分法的缺陷ꎬ他认为“即使真实的不相容性也是国家形象

而非物质因素的函数ꎬ因而受制于变化和控制”ꎮ⑤ 如此一来ꎬ博尔丁明确地指出ꎬ安
全需求同时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ꎮ⑥ 罗未能意识到安全需求的双重性导致虚幻

的不相容性并不适用于替代恶意的缺乏来作为“安全困境”的基本要素ꎮ 例如ꎬ即使

行为体之间的客观安全利益是相容的ꎬ但是由于一方或双方故意以一种扩张的方式来

定义他们的安全利益ꎬ并追求这种不恰当的目标ꎬ虚幻的不相容性也会产生ꎬ可是这种

情形并不能用“安全困境”来分析ꎮ 这种主观不相容性和客观相容性的结合就是一种

虚幻的不相容情形ꎮ 但是ꎬ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安全困境”ꎬ因为此处虚幻的不相容

性是由一方或双方故意扩张性地定义并追求他们的安全利益所导致的ꎬ也就是说一方

或双方此时已经抱有恶性意图了ꎮ⑦ 由此ꎬ“安全困境”仅适用于一部分虚幻的不相容

情形ꎬ因为虚幻的不相容性也可能源于恶性意图ꎮ 同样重要的是ꎬ主观的“虚幻的不

相容性”(假设客观上存在相容)完全可以是“安全困境”动态的结果ꎮ 这样来看ꎬ虚幻

的不相容性无法替代恶意的缺乏ꎬ来作为判断一个情形是否属于“安全困境”的关键

因素ꎮ⑧

其次ꎬ罗将自己关于相容性的大量讨论置于安全追求者和权力追求者的二分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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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虚幻的)不相容性的倾向早已体现在他之前的文章中ꎬ只不过当时他并未发展这些思想ꎮ 参见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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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０ꎬ ｆｎ. ５ꎮ

不得不承认ꎬ部分的原因在于学界还缺乏一个能够理解意图的好理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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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重要的区分ꎬ也可参见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Ｓｙｍｂｏｌ”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６７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５２ꎬ ｐｐ. ４８１－５０２.
当然ꎬ如果虚幻的不相容性来自于一方或双方的错误知觉ꎬ即他们相信相互间的安全利益是不相容的ꎬ

虽然现实中他们相互间并不怀有恶意ꎬ那么这种情形就是一种经典的“安全困境”ꎮ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ｐｐ. ６０５－６０７.



础之上ꎮ① 对于罗来说ꎬ判断一种情形是否是“安全困境”的根本标准是:(１)两国的安

全需求是否相容ꎻ(２)即便虚幻的不相容性会导致两国相互采取反制措施ꎬ两国是否

仍然属于“安全追求者”ꎮ

罗认为ꎬ当两国存在相容的安全需求时ꎬ双方必然会相互表示善意ꎬ“(严格的)

‘安全困境’”因而在此适用ꎮ② 相反ꎬ当两国存在不相容的安全需求时ꎬ双方肯定会表

现得更有攻击性ꎬ“(严格的) ‘安全困境’”因此不再适用ꎮ 基本上ꎬ罗将国家对自身

安全的定义———即国家的目标 /动机、或对结果的偏好———等同于它的意图ꎬ或者对战

略的偏好ꎮ③ 不幸的是ꎬ这种做法早已被认为是不恰当的ꎮ④ 此外ꎬ罗从来没有分清他

讨论的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维度的安全需求ꎮ

更进一步来说ꎬ对追求安全和追求权力的二分法既是误导性的ꎬ也是不可操作化

的ꎮ 无政府状态下的每一个国家都会同时追求(绝对或相对的)权力和安全ꎮ 而且ꎬ

权力和安全肯定会相互作用ꎬ权力还构成了安全的部分基础ꎬ所以“不可能明确地区

分生存的意愿和权力的意愿”ꎮ⑤ 总而言之ꎬ将国家区别为权力追求者和安全追求者

的二分法进行操作化是非常困难的ꎮ⑥

(３)误入歧途

在 ２００４ 年前后ꎬ因为罗的分析存在大量谬误ꎬ他对“安全困境”的理解以及在族

群冲突分析中对此概念的运用越发显得逻辑混乱ꎮ 他的错误也在对三种“安全困境”

类型———“严格的‘安全困境’”、“常规的‘安全困境’”和“松散的‘安全困境’”———

的区分中达到极致ꎮ⑦ 罗的类型学恐怕仅仅在丢弃意图性这个核心问题上ꎬ并将其随

意替换为追求安全的动机或虚幻的不相容性时才可能有些意义ꎮ 在他的类型学中ꎬ只

有“严格的‘安全困境’”这个标签是与“ＢＨＪ 表述”一致的ꎬ因为它描述了两个善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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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ｇｈｔꎬ Ｒｅｇｕｌａｒꎬ ｏｒ Ｌｏｏ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ꎬ ｐｐ. １０６－ １１０ꎻ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ｏａｔｉａ”ꎬｐｐ. ３００－３１１.

Ｉｂｉｄ.ꎬ ｐ. １０６.
Ｓｅｅ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ｏａｔｉａ”ꎬ ｐ. ３０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ｏｗｅｌｌꎬ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ｔ－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 .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Ｎｉｅｂｕｈｒꎬ Ｍｏｒａｌ Ｍａｎ ａｎｄ Ｉｍｍｏ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ｃｒｉｂ￣

ｎｅｒ’ｓ Ｓｏｎｓꎬ １９６０ꎬ ｐ. ４２.
更细致的讨论ꎬ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ꎬ Ｃｈａｐｅｒ １ꎮ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ｇｈｔꎬ Ｒｅｇｕｌａｒꎬ ｏｒ Ｌｏｏ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ꎬ ｐｐ. １０６－ １１１ꎻ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ｏａｔｉａ”ꎬ ｐｐ. ２８４－２９１.



家之间的互动情形ꎮ①

通过引用斯奈德的定义ꎬ②罗认为ꎬ“常规的‘安全困境’”指的是“一种每个国家

相信自身的安全必然导致他国不安全的情形”ꎮ③ 罗没有认识到他的“常规‘安全困

境’”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安全困境”ꎬ或者说仅仅是由“安全困境”螺旋导致的一种

结果ꎮ 如果一方或双方都开始相信“安全困境”螺旋动力的存在使得故意威胁另一方

是获得自身安全的途径ꎬ那么这种情形描述的就是“安全困境”螺旋引发的后果ꎮ 但

是ꎬ一旦一方或双方开始相信故意威胁另一方是获得自身安全的途径ꎬ那么这种情形

就不再是“安全困境”ꎬ而是真正的安全威胁ꎮ 当然ꎬ如果一方或另一方在一开始就相

信故意威胁另一方是获得自身安全的途径ꎬ那么这种情形就绝不可能是“安全困境”ꎮ

罗的“松散的‘安全困境’”描述的是两个同为恶意国家之间的互动情形ꎮ 因此ꎬ

对罗来说ꎬ“在一个松散的‘安全困境’中􀆺􀆺似乎并不需要区分行为体到底是安全追

求者还是权力追求者”ꎮ④ 当然如此ꎬ因为如果安全追求者指的是善意国家ꎬ此时完全

不存在安全追求者ꎮ 很明显ꎬ这种情形不可能是一种真实的“安全困境”ꎬ就如同罗此

前承认的那样ꎮ⑤

总体来看ꎬ罗的“安全困境”不再是一种悲剧ꎮ 只有他的“严格的‘安全困境’”要

求非意图性构成了一种真正的悲剧ꎮ 相反ꎬ他的“常规的”和“松散的”“安全困境”并

不要求非意图性ꎬ因此不再成为真正的悲剧ꎮ

罗对三种“安全困境”类型的划分是他将原初的“ＢＨＪ 表述”改动得面目全非的结

果ꎮ 最后ꎬ他不得不面对难以将克罗地亚案例融入其所谓的更加灵活的分类中的窘

境ꎮ 罗只能通过不理会那些与自己的阐释相矛盾的证据和解释来挽救自己的框架ꎮ

因此ꎬ尽管引用了罗伯特􀅰黑登和哈肯􀅰威伯格的论述ꎬ罗仍然拒绝了他们将弗拉尼

奥􀅰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裔定义为挑衅方(相对于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裔而

５３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

①

②
③

④

⑤

其实ꎬ罗在此之前就考虑过这三种类型的“安全困境”ꎬ只是他用了不同的术语:不需战争即可解决( ｒｅ￣
ｓｏｌｖａｂｌｅ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ｗａｒ)、不需战争难以解决(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ｗａｒ)和不需战争不能解决( ｉｒｒｅｓｏｌｖａｂｌｅ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ｗａｒ)ꎮ 罗甚至声称他的三种“安全困境”能够联系到华尔兹的三层次分析上ꎬ幸好在随后的文章中ꎬ他放弃了这
种令人迷惑的观点ꎮ 参见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ｈａｔ Ｎｅｖｅｒ Ｗａｓ”ꎬ ｐｐ. ３８８－３８９ꎬ ｐ.
３９１ꎬ ｆｎ. １８ꎮ

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ꎬ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１９１４”ꎬ ｐ. １５５.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ｏａｔｉａ”ꎬ ｐ. ２８７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ｇｈｔꎬ Ｒｅｇｕｌａｒꎬ ｏｒ Ｌｏｏ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ꎬ ｐ. １０９.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ｇｈｔꎬ Ｒｅｇｕｌａｒꎬ ｏｒ Ｌｏｏ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ꎬ ｐ. １０９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ｏａｔｉａ”ꎬ ｐ. ２８８.
Ｉｂｉｄ.ꎬ ｐ. １１０.



言)的判断ꎬ并且没有提供任何理由ꎮ①

如罗所注意到的那样ꎬ克罗地亚新宪法草案的第一部分将克罗地亚共和国定位为

克罗地亚族的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民族和少数族群(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成员的

国家ꎮ 宪法的第十二款同时规定:克罗地亚语和克罗地亚字母是克罗地亚的官方语言

和字母ꎮ 此外ꎬ图季曼还拒绝谴责曾经发生在雅瑟诺瓦集中营的暴行ꎬ而该集中营正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克罗地亚人伙同纳粹德国屠杀数以万计塞尔维亚人的场

所ꎮ 更糟糕的是ꎬ克罗地亚人并非只打嘴仗ꎬ“即使在塞尔维亚人居多的地区ꎬ双语的

路牌仍然被人撕掉”ꎮ 最终ꎬ“大批的塞尔维亚人被清除出官僚机构和警局ꎬ并随即由

克罗地亚人取代ꎮ”②无论如何衡量ꎬ都是克罗地亚人在威胁塞尔维亚人ꎬ这不仅反映

在象征意义上ꎬ而且体现在现实的生活中ꎮ

在上述压倒性的体现克罗地亚人挑衅性的证据面前ꎬ罗写道:“在它对南斯拉夫

联邦存废问题上的总体立场来看ꎬ萨格勒布的政权(即图季曼领导下的克罗地亚政

权)可以说是属于修正主义者(权力追求者)[即恶意行为体]ꎮ 即便如此ꎬ在它与本国

境内的塞尔维亚人的关系这一点上来说ꎬ将图季曼视为在追求安全仍然是有一些依据

的ꎻ他仅仅是误判了克拉伊娜地区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地亚化的反应ꎬ而非故意试图压

制塞族ꎮ”③罗甚至将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挑衅称为“务实的”ꎮ④

可是ꎬ如果连那种试图将塞尔维亚人降为二等公民的“克罗地亚化”都能被认为

在追求安全ꎬ那么追求安全这个概念就不再保有任何有用的价值ꎮ 罗虽然承认难以证

明图季曼是在追求安全ꎬ但是罗拒绝接受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实际上是挑衅方这一

事实ꎮ 进而ꎬ罗不得不为图季曼进行辩护:“虽然可能在追求安全ꎬ图季曼政府经常反

复不定ꎬ并不时向克拉伊娜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传递相互矛盾的信号ꎮ”⑤

(４)总结:一系列的错误

根据上文的分析ꎬ波森、考夫曼和罗运用“安全困境”来理解族群冲突的尝试受困

于其扩张主义者的思维ꎬ并犯下了若干共同的错误(见表 １ 的总结)ꎮ 其中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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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ｄｅｎ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ꎬ Ｓｌａｖ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１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６５４－７３ꎻ Ｈａａｋａｎ Ｗｉｂｅｒｇꎬ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
ａ”ꎬ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ＰＲＩ)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１４ꎻ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ｏａｔｉａ”ꎬ ｐｐ. ２９７－３０１. 将图季曼视为挑衅者并不意味着米洛舍维奇就不是
挑衅者ꎮ 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ꎬ即面对米洛舍维奇的宣传攻势和行为ꎬ图季曼被逼采取了挑衅性的政策ꎮ 但是ꎬ
这并不能否定图季曼是挑衅者这一事实ꎮ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ｏａｔｉａ”ꎬ ｐｐ. ２９７－２９８.
Ｉｂｉｄ.ꎬ ｐ. ３０５.
Ｉｂｉｄ.ꎬ ｐ. ２９７.
Ｉｂｉｄ.ꎬ ｐ. ３０２.



问题是ꎬ这些作者相信(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安全困境”引发的ꎬ因为“安全困

境”会导致螺旋式的冲突ꎬ而战争往往是行为－反应螺旋的产物ꎮ 可事实却是ꎬ“安全

困境”只适用于部分战争和螺旋状态ꎮ

表 １　 关于“安全困境”的常见错误

　 　 　 　 　 　 　 　 作者

错误

波森

(１９９３)

考夫曼

(１９９６Ａꎻ１９９６Ｂ)

罗

(１９９９ꎻ２０００)

罗

(２００１ꎻ２００４)

１. 遗漏(恶意的缺乏) ＋ ＋ ＋

２. 替换 ＋ ＋ ＋

３. 颠倒因果链条 ＋ ＋ ＋

４. 混淆调节因素与必要因素 ＋ ＋

５. 混淆可能的后果与必要因素 ＋ ＋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三　 理性选择的“瘦身”运动

虽然族群冲突文献中的主流趋势是将“安全困境”概念扩展到面目全非的程度ꎬ
但仍然存在一种“瘦身” (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ｄｏｗｎ)的明显趋势ꎮ 后者集中体现在“理性选择”
或“理性主义者”方法对族群战争和内战的分析中ꎬ它们去除了“安全困境”的大部分

物质和心理调节因素ꎮ① 本质上ꎬ这种方法将“安全困境”降格为对能力和决心的不确

定性的极度简化的评估(容纳在博弈模型的“讨价还价范围”)以及承诺问题(即谈判

完成后国家不能保证将来不会违背)ꎮ②

瘦身“安全困境”理论的尝试发轫于詹姆斯􀅰费伦ꎮ 在正确指出仅仅存在无政府

状态和“安全困境”并不能导致战争后ꎬ③费伦将“安全困境”和战争的问题简化为“为

７３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

①

②

③

费伦将他的博弈理论化方法称之为“理性主义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ꎮ 但是ꎬ笔者反对这种将博弈方法称之为
“理性选择”(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或“理性主义者”的标签方式:这样做导致我们失去了道德高地ꎬ因为该标签暗示它
的批评者都是非理性的ꎻ而且ꎬ“理性主义者”和“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含有其他的意思ꎮ 方便起见ꎬ本文保留了
“理性选择”这个相对温和的标签ꎮ 对使用理性选择方法研究战争的早期批评ꎬ参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ｔꎬ “Ｒｉｇｏｒ ｏｒ Ｒｉｇｏｒ
Ｍｏｒｔｉ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５－４８ꎮ

考夫曼误导性地将“安全困境”置于“硬核理性主义者方法”(ｈａｒ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标签之下ꎬ其目
的在于降低“安全困境”在其分析框架中的分量ꎮ Ｓｅｅ Ｓｔｕａｒｔ Ｊ.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ｔ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
ｎｉｃ Ｗａｒ.

笔者曾详细讨论了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安全困境”基本上不会导致国家间战争ꎬ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ꎮ



什么无法给出承诺必然引发两个理性国家间的战争的问题ꎮ”①至此ꎬ费伦犯了三个错

误ꎮ

首先ꎬ费伦(以及在他之后的那些“理性选择”方法的支持者)没有意识到所谓的

承诺问题ꎬ仅仅就是一个将对他者意图不确定性的问题和对他者动机不确定性的问题

混为一谈的新标签而已ꎬ②而且该标签涵盖的实质内容更少ꎮ 在费伦看来ꎬ承诺问题

源于在合作协议已经达成的情况下行为体固有的欺骗倾向ꎮ 然而ꎬ对于“ＢＨＪ 表述”

来说ꎬ除了存在行为体会在合作中实施欺骗的可能性之外ꎬ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的

问题也受到那种国家可能怀有恶意和意图会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的驱动ꎮ 那么ꎬ仍然存

在行为体相互间完全不能达成合作的可能性ꎮ 最后且可能是最核心的一点批评是ꎬ虽

然对于他者不会一直遵守协议的恐惧是承诺问题的一个核心论点ꎬ但是理性选择方法

却因其无法模型化情感而对恐惧无能为力ꎮ

其次ꎬ为了确保战争现在变成了一个承诺问题以及在解释战争时可以完全撇开意

图ꎬ费伦简单地主观假定这种问题并不存在:“国家不存在私有信息ꎬ动机(即意图)从

不改变ꎻ因此ꎬ国家能够完美地理解相互间的动机ꎮ”③当动机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ꎬ而

意图又被完全忽视(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被“承诺问题”所取代)ꎬ“安全困境”基本上

就消失了ꎬ因为“安全困境”非常依赖于国家的意图可以转变为恶性这种可能性ꎮ

再次ꎬ当费伦讨论客观的进攻优势对“安全困境”和战争的影响时(也就是一种物

质因素)ꎬ他忽视了潜在地驱动“安全困境”和战争的所有(社会)心理调节因素(比如

恐惧、民族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和认同)ꎮ

总体来看ꎬ理性选择方法无外乎仅仅将“安全困境”当做一个可信承诺的问题ꎮ④

可是ꎬ“安全困境”理论除了能够容纳理性选择方法所提出的承诺问题(即在合作中进

行欺骗的动机)和私有信息之外ꎬ还包含远多于此的理论见解ꎮ 首先ꎬ“安全困境”理

论所理解的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包含了比理性选择方法所提出的承诺问题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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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ａｍｅｓ Ｆｅａｒｏｎꎬ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ａ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３７９
－４１４ꎬ ａｔ ｐ. ３８５.

更详细的讨论ꎬ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２９９－３３８ꎮ 当
然ꎬ费伦也想尽办法强调承诺问题与对意图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差别ꎬ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Ｆｅａｒｏｎꎬ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ａｒ”ꎬ ｐ. ４０１ꎬ ４０６ꎮ

Ｊａｍｅｓ Ｆｅａｒｏｎꎬ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ａｒ”ꎬ ｐ. ４０１. 费伦错将动机等同于意图ꎬ参见第 ２１ 页第 ２ 个
脚注ꎮ

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Ｒｏｔｈｃｈｉｌｄꎬ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Ｆｅａ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４１－７５ꎬ ｅｓｐ. ｐｐ. ５２－５３ꎻ Ｍｏｎｉｃａ Ｄｕｆｆｙ Ｔｏｆｔꎬ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Ｖｉ￣
ｏｌｅｎ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ꎻ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Ｗａｌｔｅｒꎬ Ｃｏｍｍｉ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



维度ꎮ 此外ꎬ“安全困境”理论认为ꎬ“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同时取决于有形的 /物质

的和心理的调节因素ꎮ “安全困境”既能容纳那些为理性选择方法所容纳的物质因素

(比如混居、地理)ꎬ还能涵盖那些不能为理性选择方法所模型化(并因此拒绝承认)的

心理因素(比如恐惧、对冲突历史的记忆和群体动员的话语)ꎮ 实际上ꎬ忽视那些构成

“安全困境”理论的重要成分的心理调节因素必然导致我们无法理解“安全困境”是如

何驱动国家和群体走向战争ꎮ

这里的根本性问题在于ꎬ理性选择方法的支持者对于该理论自身的定位比较困

惑:他们的模型到底是“有用的虚构”———即用来发掘并证明一些关于战争的重要动

力ꎬ还是“奇迹制造者”———即充分地捕捉那些将“安全困境”和战争联系到一起的动

力?①

如果目标是前者ꎬ那么瘦身“安全困境”理论就是正当的ꎬ因为这样做使得(博弈)

模型变得易处理并且能够发掘一些现象背后的重要机制ꎮ 实际上ꎬ这样一种对“安全

困境”的瘦身是必要的:(博弈)模型必然无法处理“安全困境”的心理调节因素(例

如ꎬ恐惧和仇恨)ꎬ甚至不能一次性处理“安全困境”的全部物质调节因素ꎮ 但是ꎬ如果

目标是后者ꎬ那么瘦身“安全困境”的正当性就存在问题了ꎬ因为这样做会丢弃很多独

立地或交互式驱动国家走向战争的重要因素ꎮ 这种将虚假的现实强加于现实之上的

尝试只会带来误导性的结论ꎮ

不幸的是ꎬ几乎所有理性选择方法的拥护者的目标都是后者ꎬ他们试图利用自己

的模型来充分捕捉族群冲突(或战争)的普遍(甚至所有)动力ꎮ 这样一来ꎬ虽然他们

对“安全困境”的瘦身符合他们试图把理性选择方法的“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隐

含)意图ꎬ但是其研究方案造成了诸多对“安全困境”在族群战争和广义战争中的角色

的误解ꎮ 最终ꎬ理性选择方法声称ꎬ族群战争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意识形态或阶级的)

内战之间并不存在真实和根本性的差别ꎮ② 如此一来ꎬ族群冲突就被剥夺了其作为一

种特殊冲突类型的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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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有用的虚构”和“奇迹制造者”的区别ꎬ参见 Ｐａｕｌ Ｋ.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ꎬ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Ｍａｋ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９７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５５１－５６５ꎮ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ｉｔｉｎꎬ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９０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７１５－３５ꎻ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Ｗａｌｔｅｒꎬ Ｃｏｍｍｉ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相反的
观点参见 Ｓｔｕａｒｔ Ｊ.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ｔ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ｐ. １８８－１９４ꎮ



四　 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

上文的讨论并未否认运用“安全困境”来理解族群冲突的可行性ꎮ 实际上恰恰相

反ꎬ运用“安全困境”来理解族群冲突将会是卓有成效的ꎬ但这必须建立在恰当运用的

基础上ꎬ即我们必须严格遵守此概念原初的“ＢＨＪ 表述”ꎮ 接下来ꎬ笔者将表明“ＢＨＪ

表述”有助于我们更为缜密地理解族群冲突的动态ꎬ进而可以为创立一个动态和整合

的族群冲突理论铺平道路ꎮ 下文首先说明ꎬ一些从“安全困境” /螺旋模型中推导出的

可能情形能够涵盖很多真实世界中的案例ꎻ随后展示了一个广义族群冲突理论的基本

架构ꎮ

(一)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四类结果

对于两个过去一直和平共处ꎬ只是偶尔存在不愉快互动经历的族群来说ꎬ“安全

困境”会在中央政权逐渐或突然崩溃时产生ꎮ 或者ꎬ当中央政权被某个族群独占或支

配ꎬ并转变为一个实际上的群体内部精英集团ꎬ而其他族群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助来维

护自身安全时ꎬ“安全困境”也会产生(例如ꎬ处于胡图族控制下的卢旺达和被北方穆

斯林控制的苏丹)ꎮ 当上述任意一种情形出现时ꎬ对他者的恐惧开始在一方或双方群

体内泛滥ꎬ因为一个能保护他们并大体中立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ꎮ “安全困境”由此

诞生ꎬ并可能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ꎮ①

首先ꎬ突现的“安全困境”可能被迅速控制住ꎬ因为中央政权被迅速恢复ꎬ或者双

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来缓解“安全困境”ꎮ 乌克兰代表了前一种情况ꎮ 乌克兰的中央

政权被迅速恢复ꎬ而突现的“安全困境”相应地被迅速遏制ꎮ 前捷克斯洛伐克则体现

了后一种情况ꎬ当事方的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选择了和平分手ꎮ② 在这两个案例中ꎬ

冲突得以避免ꎬ虽然两个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无法完全消除ꎮ 与其他结果相比ꎬ

这种结果仍然可能是最好的一种ꎮ

其次ꎬ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行为体(特别是精英)可能不愿意或无法采取有效

的措施来缓解“安全困境”ꎬ但是由于双方相互间并不存在恶意ꎬ所以没有一方试图故

意恶化“安全困境”ꎮ 这种情况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安全困境”处于放任的恶化状态ꎮ

此时ꎬ由于双方都无恶意ꎬ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ꎬ但依然存在ꎮ １９９０ 年春季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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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方便起见ꎬ笔者将集中关注精英领导的冲突动态ꎮ 当然ꎬ“安全困境”也能够涵盖大众领导的冲突动态
(比如ꎬ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案例)ꎮ

两个群体间的和平分离同样需要采取措施来控制“安全困境”ꎮ



摩尔多瓦德涅斯特地区的族群关系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ꎮ①

再次ꎬ“安全困境”可能被恶化ꎬ因为一方或双方的一些精英尽管并未对另一族群

抱有恶意ꎬ但是却通过煽动族群紧张关系和仇恨来争权或避免被边缘化ꎮ 换句话说ꎬ

两个族群内的精英会为了工具性目的而参与族群性争相竞价( ｅｔｈｎｉｃ ｏｕｔｂｉｄｄｉｎｇ)ꎮ

“领导人设定挑衅性的目标(常常是支配其他群体)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选民要

求这样ꎬ而是因为领导人相信一旦他们成功挑起了暴力冲突ꎬ那么他们就能够利用这

种‘团结在国旗周围’(ｒａｌｌ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ａｇ)的效应来扩大自身的权力并削弱政治对手

的合法性ꎮ”②

即使某族群内的一方精英并未对另一个群体怀有恶意ꎬ但是ꎬ这种情况还是会因

为以下两个原因而最终演变为实际的冲突:其一ꎬ工具性的族群性争相竞价会恶化

“安全困境”动态ꎬ进而导致该动态逐渐超出那些仅仅出于自利目的而煽动紧张和仇

恨的精英的控制ꎮ 部分人群(比如一些恶棍)可以劫持族群间的互动ꎬ并强迫那些并

未怀有真正仇恨的精英走上一条不归路ꎮ 因为ꎬ这部分精英时刻面临被那些真正怀有

仇恨或自称怀有更多仇恨的精英取代的危险ꎻ其二ꎬ面对其他精英(无论是否心存真

正的仇恨)的竞争或潜在的争相竞价ꎬ那些最初并不怀有真正仇恨的精英可能会变得

更加极端化或者装作更加极端ꎮ 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ꎬ精英们最终将自食其果ꎬ即便

他们一开始并未怀有对其他族群的仇恨ꎮ １９８９ 年秋季到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间ꎬ摩尔多瓦的

情况可能就属于这样的情况ꎮ 在摩尔多瓦领导层内ꎬ摩尔多瓦人民阵线领导的大规模

动员和随后针对亲俄者的暴力导致温和立场越发难以获得支持ꎬ结果就是反民族主义

的领导人被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所取代ꎬ而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又最终被极端的民族主义

者所边缘化ꎮ③ 在上述案例中ꎬ我们可以认为ꎬ族群政治动态最终将原初的“安全困

境”转化为真实的安全威胁ꎮ

最后ꎬ族群互动中的一方或双方可能确实怀有真正的恶意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安

全困境”仅仅在互动的最初阶段才是真实存在的(例如ꎬ当中央政权崩溃时)ꎮ 一旦一

方或双方(尤其是精英)对另一方产生恶意ꎬ“安全困境”就停止了运作并转变为真实

的安全威胁ꎮ 除非国际社会能及时干预ꎬ否则这种情况几乎必然导致大规模暴力或战

争ꎮ 胡图族控制的卢旺达和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正是这种动态的真实写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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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２４.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５５. 如果领导层的精英怀有真正

的仇恨ꎬ那么就不存在“安全困境”ꎮ 当然ꎬ了解领导人(或某个精英)的真实想法是非常困难的ꎬ但这是另一个完
全不同的问题了ꎮ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ｐ. １２３－１２５.



(二)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

“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本质上是一个有助于理解两个群体间的

互动是如何驱动他们走向冲突的动态模型ꎮ 此外ꎬ“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

旋模型还具有极度的包容性以及相应的整合性:该模型不仅能捕捉国际政治中的许多

基本要素ꎬ而且能够将很多的物质和心理因素以及国内政治(通过行为－反应循环)整

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内ꎮ① 因此ꎬ“安全困境” /螺旋模型能够为建构一个动态和整合

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部分基础ꎮ 下文的讨论意在证明这种理论的潜力ꎬ而非谋求立即

发展出该理论ꎮ

例如ꎬ“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能够整合被不同族群冲突研究方法

所识别出的全部心理和物质因素:它们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型的

心理和物质调节因素ꎮ 罗杰􀅰彼得森强调的四个心理因素(恐惧、仇恨、不满和暴怒)可

以被视为螺旋动态的心理调节因素ꎬ从而轻松地整合进“安全困境” /螺旋模型中ꎮ② 首

先ꎬ恐惧(对生存而言)一直是“安全困境”模型和更庞大的现实主义文献的核心组成单

位ꎬ而霍洛维茨和考夫曼所强调的对族群灭绝的恐惧(ｆｅａ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也体现了

相似的观点ꎮ③ 对于仇恨的研究同样存在相近的视角ꎬ如卡普兰所识别出的“古代”仇恨

或者考夫曼所理解的“现代”仇恨(例如ꎬ关于昔日暴行的神话)ꎮ④ 仇恨能够增加恐惧ꎬ

因而可以恶化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或螺旋动态ꎮ 或者ꎬ仇恨可能会带来恶性意图ꎬ进

而导致所有的“安全困境”停止运作并被转变为安全威胁的螺旋ꎮ

同样ꎬ既有文献中识别出的很多物质因素可被视为螺旋动态的物质调节因素ꎬ进

而被轻松地整合进“安全困境” /螺旋模型中ꎮ 例如ꎬ由托夫特所集中关注的地理因素

一直都是“安全困境”文献所讨论的一部分ꎮ⑤ 再如ꎬ经济利益或其他物质利益(如领

土)冲突的存在也可以被引入“安全困境”模型ꎬ因为利益冲突一直都是(现实主义的)

冲突理论的核心讨论对象ꎮ⑥ 最后ꎬ盟友(外国对族群冲突的干预)恶化“安全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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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

Ｄｏｎａｌｄ Ｌ.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ꎻ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１１１ꎬ ｐｐ.１１５－
１１６ꎻ Ｓｔｕａｒｔ Ｊ.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ｔ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ｐ. ２５－２７ꎬ ３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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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ｔ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ꎬ ｐ. ２５ꎬ ｐｐ.３０－３２ꎻ Ｓｔｕａｒｔ Ｊ.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ꎬ ｐｐ. ４５－８６.

Ｍｏｎｉｃａ Ｄｕｆｆｙ Ｔｏｆｔꎬ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ꎬ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关于经济利益对族群冲突的驱动作用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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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早已受到了承认ꎮ①

但是ꎬ上文提到的任一因素都不能独立地提供关于族群冲突的充分解释ꎮ 理论的

挑战之处在于将上述所有因素容纳进一个整合的框架内ꎮ “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

泛的螺旋模型即提供了这样一个整合的路径ꎬ因为该理论 /模型本身就是动态、互动和

整合性的ꎮ

例如ꎬ以“安全困境” /螺旋模型为基础的互动方法不仅与社会建构主义者对安全

和“本体性安全”(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研究可以并存ꎬ②而且可以容纳后者ꎮ 精英对

族群认同、仇恨和恐惧的操纵可以被理解为建构固化的族群认同和制造“本体性不安

全”意识的过程ꎮ 这种互动方法与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的讨论也是相容的ꎬ因为后者

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安全”(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同样集中关注(集体)认同ꎮ③ 很

可能ꎬ“本体性安全”和“社会性安全”基本上就是霍洛维茨和考夫曼所强调的“对族群

灭绝的恐惧”ꎮ 此外ꎬ由于安全和认同是可以被建构和重构的ꎬ通过重构族群认同来

促进族群和平虽然困难重重ꎬ但也是可能的ꎮ④

同样ꎬ由丹尼尔􀅰拜曼提出的关于族群冲突的四个独立理论(或者说驱动力)———

族群“安全困境”、身份忧虑(ｓｔａｔｕ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霸权野心和精英抱负———能够而且应该被

纳入一个整合的理论中ꎮ⑤ 简而言之ꎬ当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少数群体试图维持其霸

权ꎬ但另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多数群体希望获得平等权利甚至霸权时ꎬ这两个群体就陷

于一个经典的“安全困境”或者说螺旋模型之中(取决于双方的意图)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一些来自两个群体的精英试图从中渔利ꎬ无论是为了个人利益(如领

导地位、国家英雄、甚至是新民族国家的缔造者)ꎬ还是群体的利益(如民族国家或“纯净

的”民族国家)ꎮ 这种动态极其不稳定ꎬ很容易导致战争ꎮ 克罗地亚在图季曼上台之后

的事态发展就悲剧性地体现了这种一般性动态ꎮ 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

运动同样是对此很好的印证ꎮ 复兴党政权是一个泛阿拉伯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ꎬ他们力

求将国家阿拉伯化ꎬ包括对库尔德人ꎮ 当库尔德人揭竿而起保护自己的集体身份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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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拜曼对“安全困境”的讨论基本上追随了波森、考夫曼和费伦ꎮ 拜曼还注意到很多应用“安

全困境”分析族群冲突的尝试常常“与此概念的经典国际关系定义相距甚远”(Ｉｂｉｄ.ꎬ ｐ. ２２９ꎬ ｆｎ. １)ꎮ



时ꎬ那种典型的螺旋开始起作用ꎬ并再次证明了它的致命性ꎮ①

为了理解国家间的冲突ꎬ一开始将国家假设为单一行为体往往行之有效ꎮ 但是在

理解族群间的冲突时ꎬ即使仅仅在初期分析中将族群假设为单一行为体都是错误的:

精英和大众间动态的互动是理解族群冲突的关键ꎮ 因此ꎬ另一个理解族群冲突动态的

关键是弄清群体(精英和大众)内政治和群体间动态的相互关系ꎮ 这样看来ꎬ将“双层

博弈”(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方法和“颠倒的第二意向”(ｓｅｃｏ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方法结合起

来是理解族群冲突动态的必备路径ꎮ② 我们可以简单地猜测:群体间政治对群体内政

治中的温和派和民族主义精英的影响存在差别ꎬ而群体内政治可以限制妥协方案在群

体间政治中的可行性ꎮ

在每个群体内部ꎬ至少存在两组行为体———精英(包括领导集团)和大众ꎬ而且在

通常情况下ꎬ无论精英还是大众都是分裂的ꎮ 因此ꎬ两个族群之间的互动将是非常复

杂的ꎮ 假设一个群体的精英会对另一个群体采取两种立场(温和或侵略性)ꎬ而大众

基本上都是温和的ꎬ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关于族群间政治的可能组合的简化图

(见表 ２)ꎬ③该表包含至少六种情形ꎮ

在情形一中ꎬ每个群体内的精英都一致怀有侵略性意图(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ꎬ因

此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想要阻止战争是非常困难的ꎮ 该情形下并不存在真正的

“安全困境”ꎮ

在情形四中ꎬ每个群体内的精英都一致持有温和立场ꎬ因此和平结果(分离或共

处)的可能性很大ꎮ 此时的“安全困境”会基本保持在潜伏状态或者被遏制ꎬ而国际社

会仅仅需要鼓励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ꎮ 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案例都属于这

种情形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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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罗杰斯􀅰布鲁贝克的定义ꎬ那么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和复兴党统治的伊拉克则都属于“民族
化国家”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ꎮ 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ꎬ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ꎬ Ｖｏｌ. １２４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１０７－１３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Ｐｕｔｎａｍ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４２７－４６０ꎻ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ｕｒｅｖｔｉｃｈ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７８ꎬ ｐｐ. ８８１－９１２.

两个群体的大众都一致怀有恶意ꎬ而两个群体的精英都一致持有温和立场ꎬ这种情形极其罕见并难以持
续ꎬ因为大众无疑会促成一个更加激进的领导层的出现ꎮ 因此ꎬ这种情形会迅速转化为大众和精英都一致怀有恶
意的情形ꎮ 此时ꎬ战争几乎不可避免ꎮ

Ｐａｕｌ Ｒｏｅ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５.



表 ２　 精英偏好与族群冲突结果

Ｂ 族群的精英

一致

(侵略性)

一致

(温和)
分裂

Ａ
族
群
的
精
英

一致

(侵略性)

战争几乎

不可避免(一)

发生战争的

可能性很大(二)

发生战争的

可能性很大(三)

一致

(温和)

发生战争的

可能性很大(二)

和平解决的

可能性很大(四)

和平解决的

可能性较大(五)

分裂
发生战争的

可能性很大(三)

和平解决的

可能性较大(五)

战争与和平的

可能性都存在(六)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在情形五中ꎬ一个群体内的精英一致持温和立场ꎬ而另一个群体内的精英则处于

分裂状态ꎬ因此它属于次优情形ꎮ 在此ꎬ和平结果的可能性也比较大ꎬ仅低于情形四ꎮ
如果精英一致持温和立场的族群能够与精英分裂的族群中的温和派保持密切合作来

控制螺旋动态ꎬ并共同边缘化精英分裂族群中的民族主义派ꎬ那么该情形下的“安全

困境”可以被遏制ꎮ 同样ꎬ国际社会仅仅需要鼓励族群间和平协议的签订ꎮ 但是ꎬ在

应对民族主义者对同一族群内温和派的反攻时ꎬ国际社会必须要避免采用粗暴的战

术ꎮ 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唐纳德􀅰霍洛维茨所提醒的“使温和行为受益”(ｍａｋｅ ｍｏｄ￣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ｙ)ꎮ①

在情形二和三中ꎬ一个群体内的精英一致怀有侵略性意图ꎬ而另一个群体内的精

英处于分裂或一致温和的状态ꎬ此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ꎮ 但是ꎬ国际干预的目标

却非常清晰ꎮ 国际社会需要尽早承诺遏制怀有恶意的一方ꎬ以阻止冲突螺旋的上升ꎬ

否则实际冲突爆发的概率将会显著增大ꎮ 米洛舍维奇治下的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和

波斯尼亚、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与其境内塞尔维亚族以及苏丹的北方穆斯林与南方

基督徒这三个案例都对应于这两种情形ꎮ

在情形六中ꎬ两个群体内的精英和大众都处于分裂状态ꎬ这种情形最为常见同时

也最为复杂ꎮ 该情形有时会转变为上述的某一种情形(即一种中间结果)ꎬ进而可能

会走向战争或者和平ꎮ 任何完善的族群冲突理论都应该考虑、分析和解释这种情形ꎮ

５４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

① 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Ｊｏ￣
ｓｅｐｈ Ｖ. Ｍｏｎｔｖｉｌｌｅ ｅｄ.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ꎬ Ｍ. Ａ.: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４５１－４７５.



最后ꎬ尽管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也许不可避免地需要将冲突的大部分

责任置于精英身上ꎬ但是将全部责任推给精英必然会误入歧途ꎮ 为什么大众会跟随恶

意的领导人或精英ꎬ特别是当大众面临极大的冲突风险和非常不确定的潜在收益时?

因此ꎬ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必须回答这个难题ꎮ 一种可能性是一方或双方

的恶意精英可以轻易地动员一部分人群(比如暴徒)来伤害另一方ꎬ以至于另一方必

然在仇恨和暴怒的驱使下进行反击ꎮ① 一旦上述互动出现ꎬ发起暴力一方的普通大众

即便没有参与最初的暴力挑衅ꎬ也产生了害怕成为另一方复仇对象的恐惧ꎮ 结果ꎬ每

一方的大众都“理性地”感觉必须支持目前的大规模暴力和族群战争ꎮ② 一个动态和

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必须能够涵盖上述所有的事实和情形ꎮ

结　 论

本文批判性地检视了运用“安全困境”这种分析工具来理解族群冲突的诸多尝

试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目前的很多概念运用因受困于对“安全困境”不完整和不准确

的理解而误入歧途ꎬ并且为我们处理族群冲突提出了一些不可靠甚至适得其反的对

策ꎮ

若要通过“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型来理解族群冲突ꎬ应忠于此概念的最初的“ＢＨＪ

表述”ꎮ 因为“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具有极其广泛的用途ꎬ它们能够

为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基础ꎮ 与整合群体内政治和群体间政治的

“双层博弈”方法结合后ꎬ这样一个能够为管理和遏制族群冲突提供重要见解的理论

已经不再遥不可及ꎬ它将是我们未来的研究课题ꎮ

毫无疑问ꎬ在拥有一个完善的族群冲突理论之前ꎬ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的

知识仍然有限ꎬ并在给出简单化的解决方案时保持谨慎ꎮ 实际上ꎬ即便已经拥有这样

的族群冲突理论ꎬ我们仍需谨慎ꎬ因为每个族群冲突都有自身的独特之处ꎮ 忽视这些

特性ꎬ给出包治百病的药方ꎬ则很可能会受到历史的谴责ꎮ

(作者简介:唐世平ꎬ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

授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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